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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欺骗行为会导致欺骗结果的产生, 欺骗结果又会直接影响欺骗行为的发生及其内

在机制. 虽然有研究表明, 欺骗结果会对相应的欺骗过程产生调控作用, 但对这一调控作用

的机制并不清楚. 本研究采用功能核磁共振技术, 对两组被试分别使用有、无反馈(欺骗结

果)的 GKT 范式并记录两组被试在进行诚实反应和欺骗反应时的大脑激活模式. 结果发现, 

有反馈组与无反馈组相比, 有反馈组的诚实反应和欺骗反应都导致了左侧顶叶皮层、左背

部前扣带皮层、左侧脑岛、双侧视皮层和右侧小脑的更大激活; 对两组而言, 欺骗反应和

诚实反应都导致了右腹外侧前额区域、双侧缘上回、左侧脑岛、右后内侧额叶、右侧颞中

回和右侧纹状体的更大激活; 此外, 与无反馈组相比, 有反馈组的欺骗反应与诚实反应在双

侧纹状体和左侧脑岛上的激活差异更加明显. 这些结果表明, 有无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的

神经机制具有调控作用, 当需要面临欺骗结果时, 欺骗过程将更大程度地涉及到奖赏预期

和风险厌恶过程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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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这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一直以来都

受到广泛学科领域的关注[1,2],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革

新, 欺骗研究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最初的传统研究

主要采用多导仪技术, 该技术通过记录自主神经活

动(如皮肤电阻、血压、呼吸频率)的变化来标记欺骗

行为. 但由于自主神经活动与欺骗并无直接联系, 这

一方法饱受批评 . 随着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 ERP)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 研究者们逐渐

开始关注欺骗相关的大脑活动, 但由于 ERP 的低空

间分辨率特征, 欺骗的脑基础仍然很难明确. 近年来

出现的功能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同时具备无创性和高空间分辨率

特征, 它可以直接探索与欺骗有关的大脑活动[1], 为

揭示欺骗的神经机制提供了重要契机.  

Langleben 等人[3]首次采用 fMRI 技术探索欺骗

的 神 经 机 制 . 他 们 使 用 改 良 后 的 GKT(guilt 

knowledge test)范式诱发欺骗反应和诚实反应, 并比

较两种反应的大脑激活模式. 结果发现, 与诚实反应

相比, 欺骗反应导致了前扣带回和额上回等参与执

行控制过程的脑区的更大激活, 证实了 fMRI 信号在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4 年  第 44 卷  第 9 期 
 

939 

辨别欺骗和诚实行为上的可行性. 与此同时, Spence

等人[4]和 Lee 等人[5]分别采用故意错误反应范式和假

装失忆范式也证实了 fMRI 信号能够区分欺骗反应和

诚实反应.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后续研究开始考察

不同类型的欺骗行为在神经机制上的异同[6~10]; 在神

经基础上探索更为纯净的欺骗成分(如与记忆成分分

离)[11~15]; 并尝试揭示自发欺骗行为的神经基础及欺

骗行为的个体差异[16~19]. 这些研究的结论普遍认为, 

诚实是一种基线式的反应, 而欺骗则需要额外的执

行控制功能的参与, 因此会涉及大脑执行系统的激

活, 主要包括前额叶、顶叶和前扣带回等[20]. 此外, 

最近一些研究在人际交互的社会情境下考察欺骗行

为, 结果发现, 与社会认知及情感过程(如奖赏预期、

风险评估、道德判断和心理理论等)相关的脑区也参

与欺骗[16,21,22], 说明在更为真实的社会情境下, 欺骗

将涉及更加复杂多样的心理过程[23], 换言之, 欺骗的

神经机制会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20,23,24].  

尽管基于 fMRI 的欺骗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 虽然许多研究认识到了社

会情境对欺骗(过程)具有重要影响[20,23,24], 但是, 关

于它如何影响欺骗过程的具体机制并不清楚. 其中, 

欺骗结果是组成欺骗的社会情境的必要因素, 它对

欺骗过程的影响作用却受到很大的忽视. 在欺骗不

需要面临结果的情境下, 根本无法获得有关欺骗的

真实表征[23]. 目前已有少数研究采用具有欺骗结果

的新实验范式(如有角色分工的游戏范式)探讨欺骗

过程的神经机制[16,17,21], 结果发现, 除了经典的大脑

执行系统有激活外, 还额外激活了与社会认知和情

感过程相关的脑区[16,21,22]. 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操纵欺

骗结果的有无, 因此无法断定这些额外脑区的激活

是否由于欺骗结果的加入所造成. 加之这些研究使

用与以往欺骗研究完全不同的游戏范式, 所以也无

法通过跨研究的比较分离出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的

影响效应. 为了解决这些疑惑, 本研究直接操纵欺骗

结果这一因素, 详细考察有、无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

的神经机制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采用一个“杀人游戏”模拟杀人情境, 然

后对两组被试(“杀手”)分别使用有、无反馈的 GKT

范式进行测谎, 反馈是指测谎者对被试每次欺骗反

应或诚实反应的判定结果(将这一反应判定为诚实或

欺骗), 是通过加分或扣分的方式对实验过程中的欺

骗反应或诚实反应的社会性评价(累积的最后总分直

接决定测谎者对被试身份的最终判断), 在客观上形

成了社会性的欺骗结果. 通过比较两组被试进行欺

骗反应和诚实反应的大脑激活模式, 揭示欺骗结果

对欺骗过程的神经机制的调控作用.  

本研究预期: (ⅰ) 与无反馈组相比, 有反馈组被

试需要持续跟踪测谎者的反馈并揣测其心理状态 , 

以及时更新印象管理的策略、促成成功欺骗, 其诚实

反应和欺骗反应都将更大程度地卷入心理理论加工

过程, 因此可能会导致相关脑区的更大激活, 如背部

前扣带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ⅱ) 与无反馈组相比, 在需要面临欺骗结果的有反

馈组中, 欺骗过程将更大程度地涉及到奖赏预期和

风险评估过程, 因此在欺骗过程所涉及的众多脑区

中 , 负责奖赏预期和风险评估的纹状体 (striatum, 

STR)和脑岛(insula, INS)将可能受到有、无反馈(欺骗

结果)因素的调控作用.  

1  方法 

1.1  被试 

在某大学招募 31 名大学生参与该研究, 将其随

机分配到无反馈组(15 人, 男性 6 人, 女性 9 人; 平均

年龄(21.63±1.54)岁( x ±SD, 下同))和有反馈组(16 人, 

男性 8 人, 女性 8 人, 平均年龄(20.94±1.24)岁). 所有

被试均为右利手, 没有任何生理或心理疾病史, 视力

或矫正视力正常. 在获知整个实验过程的各项细节

后, 每个被试自愿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1.2  实验流程 

(1) 模拟杀人阶段.  模拟杀人阶段的具体流程

如图 1 所示. 首先, 实验者 A(主持人)组织 1 名被试

和另外 3 名假被试一起抽签, 以确定他们在杀人游戏

中的身份是“杀手”还是“无辜者”(图 1A). 主持人告之, 

他们 4 人中将产生 1 名“杀手”而另外 3 人为“无辜者”. 

其实所有的签都是“杀手”, 由此确保真被试抽到的

总是“杀手”签, 并成为游戏中的杀手. 主持人还声明, 

他们 4 人的身份除了自己和主持人知道以外, 其他 3

位参与者和另外的实验者都不知道, 每个参与者都

需要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身份确定以后, 4 名参与

者都要完成一份问卷(图 1B). “杀手”(真被试)需要完

成一份模拟杀人问卷(网络版附录  1), 该问卷包括 7

个题项: 首先要求被试写下 2 个朋友的名字, 然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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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其中一名作为“杀害”对象, 再依次选择作案时间、 

凶器、攻击的身体部位、装尸体口袋的颜色、以及弃

尸地点. 除了朋友的名字需要被试自行填写以外, 其

他的问题只需要被试从 2 个给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被选出的 6 个选项组成“杀人”过程的杀人细节, 这

些选项将作为 GKT 范式中的“探测刺激”出现在随后

的测谎程序中). 而“无辜者”只需要填写一张记录个

人基本信息的问卷. 填写问卷时, 4 名参与者的座位

间保持足够距离, 使得他们无法看到其他参与者的

问卷内容. 完成问卷以后, 4 名参与者被疏散到不同

房间. 主持人来到“杀手”的房间, 要求“杀手”使用之

前确定的 6 个杀人细节编造一个完整而生动的杀人

过程, 并要求“杀手”不断完善和细化这一杀人过程, 

使之形象鲜明、内容具体, 直到其变得印象深刻(可以

非常容易的重复 6 个杀人细节)为止(图 1C). 然后主

持人给予被试详细的指导语, 指导他如何在测谎过

程中进行按键反应(网络版附录 2). 并让被试再一次

背诵 6 个杀人细节. 最后, 主持人将被试带入核磁扫

描室 , 由另一位实验者 B(测谎者 )对其进行测谎   

(图 1D).  

(2) 测谎阶段.  测谎程序使用 GKT 范式, 具体

的刺激编排和反应方式与以往多数研究一致[13,25~27], 

包括 3 类刺激: (ⅰ) 探测刺激(probe, P). 这类刺激由

模拟杀人阶段选择的杀人细节组成, 每个被试各不

相同, 但都包括 6 个词语: 选择杀害的朋友名字(如

“张三”)、作案时间(如“午夜”)、凶器(如“斧头”)、攻

击身体部位(如“胸膛”)、装尸体口袋(如“黑口袋”)和藏

尸地点(如“衣柜”). 被试需要假装没见过这些刺激, 

做“没见过”的反应 ,  即欺骗反应 ;  (ⅱ )  无关刺激

(irrelevant, I). 这类刺激与模拟杀人过程无关, 由实

验者事先指定, 对每个被试都相同. 它们在词语类型

上与探测刺激匹配, 1个探测刺激(杀人细节)配以 4个

无关刺激(网络版附录 3 和 4). 这些无关刺激对于杀

手和无辜者来说都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新词. 被试只

需要按照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反应, 做“没见过”的反

应, 即诚实反应; (ⅲ) 目标刺激(target, T): 这类刺激

与模拟杀人过程也没有任何关系, 也由实验者事先

指定, 对每个被试都相同, 在词语类型上也与探测刺

激匹配, 1 个探测刺激配以 1 个目标刺激(网络版附录

3). 不过, 被试需要在测谎前背诵这些词语, 然后在 

 

 

图 1  模拟杀人阶段的具体流程 

A: 实验者 A 担当游戏主持人, 五角星标记的是真被试, 其余 3 人为假被试, 抽签决定“杀手”身份; B: “杀手”完成模拟杀人问卷; C: 4 名参与

者疏散到不同房间, 杀手根据模拟杀人问卷中确定的凶案细节编造故事; D: 另外一名实验者 B 担当测谎者并使用核磁共振对被试进行测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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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中按照实际情况对其做“见过”的反应, 即诚实

反应. 由于对目标刺激的反应(“见过”)不同于其他两

类刺激(均为“没见过”), 将目标刺激随机分散在整个

刺激流里可起到维持被试注意力的作用[13,25,26]. GKT

范式的测谎原理是: 所有被试(包括杀手和无辜者)都

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进行相同的行为反应(回答

“没见过”), 但只有杀手可以识别探测刺激, 对于他

们而言, 探测刺激是小概率的、有意义的刺激, 对其

做“没见过”反应需要涉及欺骗过程, 将诱发独特的

大脑激活模式; 而无辜者无法区分探测刺激和无关

刺激, 两类刺激将导致完全相同的大脑反应[26]. 因此, 

通过观察被试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大脑反应是

否存在差异, 便可得知被试是否撒谎, 判断他们是否

“有罪”.  

在刺激流程上, 无反馈组只有反应阶段, 要求被

试对每个词语通过按键反应回答是否见过, 而有反

馈组还包括额外的反馈阶段: 在对每个词语进行反

应后, 被试会得到来自测谎者(计算机)的反馈. 反馈

以“+2”或“2”的形式出现, 分别代表加上或减去 2 分. 

测谎者告诉被试, 针对目标刺激的反馈将根据他们

是否正确反应来给出, 即如果正确回答“见过”则反

馈“+2”(positive feedback following target, TP), 而错

误 回 答 “ 没 见 过 ” 则 反 馈 “2”(negative feedback 

following target, TN). 最后的得分结果代表他们对目

标刺激的记忆情况和测谎过程中进行反应的认真程

度. 而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反馈代表测谎者对其

反应的判定结果, “+2”表示将他们的反应判定为诚实, 

而“2”代表将他们的反应判定为欺骗, 最后的得分

越高越可能被判定为“无辜者”, 越低越可能被判定

为“杀手”. 实际上, 除对目标刺激的反馈确实是基于

被试是否正确反应给出外, 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

的反馈是事先设定好的 . 对每种刺激而言 , “+2”和

“2”出现的概率各占 50%, 由此形成 4 种类型的判定

结果: 对探测刺激进行欺骗反应后被误判为诚实(探

测刺激后的正性反馈 (positive feedback following 

probe, PP))或被正确判定为欺骗(探测刺激后的负性

反馈(negative feedback following probe, PN)); 对无关

刺激进行诚实反应后被正确判定为诚实(无关刺激后

的正性反馈(positive feedback following irrelevant, IP))

或被误判为欺骗 (无关刺激后的负性反馈 (negative 

feedback following irrelevant, IN)). 针对每类刺激的

反应方式及反馈设置请参见图 2A.  

刺激流程通过 E-prime 2.0 呈现. 无、有反馈组的

刺激流程见图 2B 和 C. 每个 trial 开始时, 屏幕中央

出现一个持续 1 s 的词语, 随后出现一个持续 0.5 s 的

反应提示信号“☆”. 要求被试在词语呈现阶段只做

反应准备, 直到提示信号出现后才做反应. 被试的任

务是判断是否见过该词语. 为了平衡手指的按键效

应, 在每组被试中, 1/2 被试通过右手拇指按“1”键回

答“见过”, 左手拇指按“3”键回答“没见过”, 而 1/2 被

试使用相反的按键模式. 在无反馈组中, 提示信号消

失后, 出现持续时间在 0.5/2.5/4.5 s 间随机的注释符

号“+”, 随后进入下一个 trial; 而在有反馈组中, 提示

信号消失后, 出现一个持续时间在 0.5/2.5/4.5 s 间随

机的黑屏, 告知被试电脑此时正在分析他们的大脑

信号, 黑屏消失后即出现持续 1.5 s 的反馈, 接着出

现持续时间在 0.5/2.5/4.5 s 间随机的注释符号“+”, 随

后进入下一个 trial. 如果被试进行了错误按键, 将直

接反馈“2”, 如果被试不能在 0.5 s内做出反应, 则反

馈“无反应”.  

扫描前, 以代表作案时间的探测刺激及其相应

的目标刺激和无关刺激作为实验材料让被试进行充

分练习, 达到 90%以上的正确率后再进入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包括 5个实验组块, 每个组块对一个探 

 

 

图 2  两组被试对 3 类刺激的反应类型及有反馈组中针对 3 类刺激的反馈设置(A)、无反馈组的刺激程序流程(B)和有反馈组

的刺激呈现流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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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刺激进行检测(用作练习材料的“作案时间”不参与

检测), 5 个实验组块出现的先后顺序在被试间随机. 

每个实验组块包含 1 个探测词语、1 个目标词语以及

4 个无关词语. 探测词语和目标词语分别重复呈现 14

次, 4 个无关词语中的 2 个词语分别重复 11 次, 而另

2 个词语分别重复 10 次, 因此每个实验组块包含 14

个探测 trial, 14 个目标 trial 和 42 个无关 trial, 共计

70 个 trial. 70 个 trial 在每个实验组块内随机出现.  

(3) 事后主观报告.  扫描结束以后, 每个被试

需要再次背诵探测刺激和目标刺激, 以确认他们对

两类刺激的记忆情况. 随后, 他们需要完成一份事后

主观报告问卷, 该问卷通过询问被试对逃过测谎(不

被发现是杀手)的希望程度测量被试参与任务的“动

机水平”; 通过询问被试看到每类刺激时的紧张程度

测量被试对不同刺激的“主观卷入程度”; 并询问有

反馈组被试对每类刺激后反馈的“关注程度”. 此外, 

考察被试对本研究设计的整个背景故事的信任情况

及策略使用情况. 通过搜集两组被试的这些主观体

验, 了解欺骗结果调控欺骗过程的重要心理表现, 并

为 fMRI 结果的解释提供指导.  

1.3  fMRI 数据采集 

脑成像数据使用西门子 3T 全身磁共振成像仪器

(Siemens Magnetom Trio Tim, 德国)搜集, 配以 8 通

道相控阵头线圈获取被试的大脑磁共振成像数据 . 

为了防止头动, 使用衬垫固定头部, 并告诉被试在实

验过程中尽量保持头部静止. 视觉刺激通过磁共振

仪器配置的专业投影设备呈现, 被试通过头部线圈

上的倒视镜进行观看. 为了减少扫描仪产生的噪音

对被试执行实验任务的影响, 每个被试佩戴专用的

防噪音耳塞.  

全脑功能像采用对血氧水平依赖(blood oxygen- 

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具有敏感性的 T2*加权

单次激发梯度回波的 EPI(echo planar imaging, EPI)序

列获得, 无反馈组的每个被试共采集 880 个 TR 的全

脑的功能影像, 而有反馈组的每个被试共采集 1360

个 TR(repeat time)的全脑的功能影像. 每个卷积包括

32 层, 采用隔层扫描的方式, 层厚 3 mm, 层间距   

1 mm, 扫描方向平行于 AC-PC 平面. 扫描参数如下: 

TR=2000 ms, TE(echo time)=30 ms, 扫 描 视 野

FOV(field of vision)=220×220, 扫描矩阵 (matrix)为

64×64, 反转角(flip angle)为 90°. 每个 trial 呈现的时

间通过 E-prime 控制以与扫描同步. 此外, 使用以下

参数获取每个被试的结构像数据 : TR=1900 ms, 

TE=2.52 ms, 层厚 1 ms, 扫描视野 FOV=256×256, 反

转角为 90°, 最终每个体素的大小为 1×1×1 mm3.  

1.4  fMRI 数据分析 

功 能 磁 共 振 数 据 的 预 处 理 和 分 析 采 用

SPM8(Wellcome Department of Cognitive Neurology, 

英国)工具包, 该工具包基于 MatLab(Math works, 美

国) 平台运行. 在预处理阶段, 首先采用 slice timing

程序进行时间配准, 以对各扫描层在获取时间上的

差异进行矫正 , 再进行头动矫正 (realigned). 然后 , 

将图像数据基于 SPM8提供的 EPI模版进行空间标准

化处理 (normalize), 同时将功能像数据重采样为

3×3×3 mm3 分辨率大小. 最后, 使用 8 mm 的平滑核

进行高斯平滑处理(smooth). 所有被试的头动小于  

3 mm.  

第一水平分析采用事件相关模式. 针对每个被

试建立刺激矩阵, 对两组被试而言, 都包含反应阶段

的 4 种条件(regressors): 被试对 3 类刺激(P, T 和 I)进

行正确反应(对探测刺激的正确反应是指对其进行欺

骗反应)的 trial 构成的 3 个感兴趣 regressor. 错误反

应或无反应的 trail 的反应阶段构成另 1 个非兴趣

regressor(incorrect response, INR). 这 4 个 regressor 的

矩阵开始时间对应于刺激呈现时间, duration 设置为

0. 对有反馈组而言, 还建立了额外 7 个反馈阶段的

regressors, 包括进行正确反应后出现的 6类判定结果

(PP, PN, TP, TN, IP及 IN)构成的 6个感兴趣 regressor, 

以及由错误或无反应 trial的反馈阶段构成的1个非兴

趣 regressor(incorrect judgment, INJ). 这 7 个 regressor

的矩阵开始时间对应于反馈呈现时间, duration 设置

为 0. 此外, 每个被试的 6 个头动参数也作为非兴趣

regressor 被纳入刺激矩阵, 以排除头动对信号的影响. 

使用 GLM(general linear model)的 HRF(hemodynamic 

response function)函数进行个体水平的统计分析, 采

用 128 s 的高通滤波消除低频噪音对数据的影响. 本

研究关注有、无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的调控作用, 因

此只考察反应阶段的大脑激活模式, 而不分析反馈

阶段的数据. 此外, 由于设置目标刺激(T)仅在于维

持被试对刺激的注意[25], 因此也不对目标刺激进行

分析. 使用单样本 t检验, 分别将 P(探测/欺骗)和 I(无

关/诚实)条件与内隐基线相减, 并将 P 条件与 I 条件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2014 年  第 44 卷  第 9 期 
 

943 

相减, 获得 3 个相减(contrast)后的 contrast 脑和 beta

脑图像, 这些图像将用于随后的第二水平分析.  

第二水平分析将第一水平分析中得到的 P 和 I

条件对应的 contrast 脑图像(con 文件)代入一个 2(无/

有反馈 )×2(探测 /无关 )的全因素模型 (full factorial 

analysis). 主效应结果经过 FWE(family wise error 

rate)<0.001, 激活簇大于 50 个体素(K>50)的阈值校正. 

为了探索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 放宽阈值到 P<0.005, 

K>10, 虽然未经校正, 但 P<0.005 的阈值获得了社会

神经科学领域的普遍认可 [28,29], 在该阈值下获得的

结果与以往研究具有可比性 . 激活结果基于

AAL(anatomical automatic labeling)模板进行定位.  

由于发现组别和反应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双

侧纹状体及左侧脑岛上显著, 根据交互作用的结果

定义了 3 个功能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 然

后提取每个被试在 3 个 ROI 上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

对应的激活强度参数(parameter estimates, PEs), 再将

其代入一个 2(无/有反馈)×2(探测/无关)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以观察交互作用的具体模式.  

2  结果 

2.1  行为结果 

(1) 正确率和反应时.  本研究设置目标刺激来

维持被试对刺激的注意, 无、有反馈组被试对目标刺

激的反应正确率都较高( x 分别为(89.9±0.111)%和

(95.6±0.030)%), 说明两组被试都认真执行了按键任

务. 两组被试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反应正确率

和反应时见表 1. 对两组的正确率进行 2(无 /有反

馈)×2(探测 /无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P 值采用

Greenhouse Geiser 法校正. 结果发现, 组别主效应不

显著, F(1, 29)=1.855, P=0.184. 刺激类型主效应不显

著, F(1, 29)=0.000, P=0.989. 两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也不显著, F(1, 29)=0.128, P=0.723. 对反应时进行同

样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 组别主效应不显

著, F(1, 29)=2.548, P=0.121. 刺激类型主效应不显著, 

F(1, 29)=1.514, P=0.228. 组别和刺激类型两因素间

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1, 29)=1.259, P=0.271. 这些

结果说明, 由于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需要完全相同

的按键反应, 它们诱发了相同的行为反应模式.  

(2) 事后主观报告.  扫描结束后, 所有被试都

能准确无误地背诵目标刺激和探测刺激, 说明在整 

表 1  两组被试对 3类刺激进行按键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 x ±SD) 

行为变量 被试组别 探测刺激 无关刺激 

正确率 无反馈组 0.901±0.098 0.897±0.124 

有反馈组 0.937±0.061 0.941±0.037 
反应时 无反馈组 268.204±63.018 267.877±71.690 

有反馈组 301.053±33.613 293.970±28.998 

 
个实验过程中, 被试对两类刺激的记忆是明确和牢

固的.  

事后主观报告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整体而言, 两

组被试希望通过测谎的动机水平都较高, 均大于 4(5

点评分), 且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 两组的动机

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t(29)=1.158, P=0.256. 这说明本

研究设置的模拟杀人情境诱发了所有被试较高的动

机水平.  

使用被试对刺激的主观卷入程度进行 2(无/有反

馈)×2(探测 /无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P 值采用

Greenhouse Geiser 法校正. 结果发现, 组别主效应显

著, F(1, 29)=18.081, P=0.000, 与无反馈组相比, 有反

馈组对所有刺激的主观卷入程度都更高. 刺激类型

主效应显著, F(1, 29)=32.592, P=0.000, 探测刺激比

无关刺激导致了更高的主观卷入程度. 两因素间的

交互作用显著, F(1, 29)=6.083, P=0.020, 简单效应分

析的结果表明, 在两组中, 探测刺激都比无关刺激导

致了更高的主观卷入程度(有反馈组 P=0.000, 无反

馈组 P=0.027), 但是, 无关刺激在有反馈组中诱发的

主观卷入程度明显强于无反馈组(P=0.000), 而探测

刺激在两组中诱发的主观卷入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P=0.602).  

使用有反馈组被试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后反

馈的关注程度进行配对 t 检验的结果表明, 被试对探

测刺激后的反馈比对无关刺激后的反馈更为关注 , 

t(15)=4.869, P=0.000, 说明被试不但可以区分探测刺

激和无关刺激, 并且他们更关注对探测刺激进行欺

骗反应的结果.  

此外, 所有被试都报告他们相信实验中所使用

的“测谎仪器”确实具备检测谎言的能力. 除了报告

“见到杀人细节词语时尽量保持冷静”这一普遍策略

外, 没有被试报告他们使用了任何其他的特殊策略.  

2.2  fMRI 结果 

全因素模型分析的结果如表 3所示. 组别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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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在反应阶段, 有反馈组比无反馈组导致了覆盖

中央前、后回区域的左侧顶叶皮层、左侧 dACC、左

侧 INS 以及双侧视觉皮层的广泛区域和右侧小脑的

更大激活(图 3A); 而无反馈组较之有反馈组没有导

致任何脑区的更大激活. 刺激类型主效应显著, 探测

刺激比无关刺激导致了右侧眶额皮层(位于腹外侧前

额区域,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双侧

缘上回(supramarginal gyrus, SMG)(BA40)、左侧 INS、

右后内侧额叶皮层 (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 

pMFC)、右侧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gyrus, MTG)以

及右侧 STR 的更大激活(图 3B); 而无关刺激较之探

测刺激没有导致任何脑区的更大激活. 在更宽松的

阈值下(P<0.005, K>10)发现, 组别和刺激类型两个因

素的交互效应(有反馈组(探测>无关)>无反馈组(探

测>无关))在双侧 STR和左侧 INS上显著(图 4A和 B). 

针对交互效应显著的 3 个激活区域定义功能 ROI, 并

使用这 3 个 ROI 的激活强度参数(PEs)分别进行 2(无/

有反馈)×2(探测/无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

示, 3 个区域上确实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左侧 INS: 

F(1, 29)=8.05, P<0.01; 左侧 STR: F(1, 29)=8.66, 

P<0.01; 右侧 STR: F(1, 29)=9.28, P<0.01); 进一步简

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 (ⅰ) 在有、无反馈两组中, 

探测刺激在 3 个 ROI 上的激活都强于无关刺激(除在

无反馈组中, 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在左侧 STR 上的

激活差异边缘显著, P=0.067, 其余为 P<0.01); (ⅱ) 

在探测和无关条件下, 3 个 ROI 在有反馈组中的激活

都强于无反馈组(除左侧 INS 对无关刺激的激活强度

在有、无反馈组间没有差异, P=0.81, 其余为 P<0.05); 

但是, 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在这些脑区上的激活差

异在有反馈组中比在无反馈组中更加明显. 也就是

说, 在有反馈组, 对探测刺激进行反应时所需的欺骗

过程更大程度的涉及到这 3 个脑区的参与. 

表 2  两组被试对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的主观报告结果( x ±SD) 

行为变量 组别 探测刺激 无关刺激 

参与任务的动机水平 无反馈组 4.33±0.816 

有反馈组 4.06±0.443 

对刺激的主观卷入程度 无反馈组 3.533±0.990 1.800±0.775 

有反馈组 3.688±0.602 3.000±0.516 

对结果的关注程度 有反馈组 3.63±0.619 2.31±0.873 

表 3  全因素模型分析下呈现显著激活的大脑区域 a) 

比较条件 脑区 BA(Brodmann area) t 值 体素值 x y z 

组别主效应        

有反馈>无反馈 L parietal lobe 3/40/7 9.91 1116 18 54 60 

 L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24/32 8.73 275 3 6 42 

 L insula 13 8.59 176 42 0 9 

 L/R occipital lobe 18/19 8.54 1150 15 81 30 

 R cerebellum – 7.51 73 3 69 15 

刺激类型主效应        

探测>无关 R orbitofrontal cortex 47 10.91 564 33 27 6 
 R supramarginal gyrus 40 10.77 233 57 45 33 

 L insula 47/13 9.43 170 30 21 6 
 R 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 6/8 9.41 245 9 15 63 

 L supramarginal gyrus 40 9.19 140 57 48 36 

 R middle temporal gyrus 21 8.51 90 57 27 6 
 R striatum – 8.33 122 15 9 3 

组别×刺激类型        

交互效应 R striatum – 3.48 36 12 9 0 

 L striatum – 3.3 35 12 9 0 

 L insula 47 3.19 12 27 24 3 

a) x, y, z 对应 MNI(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坐标, 脑区位置基于 AAL 模板进行定位; R: 大脑右半球; L: 大脑左半球. *: P<0.005, 

K>0, 其余结果经过 FWE<0.001, K>50 的阈值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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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在一个模拟杀人情境后, 对两组被试分

别使用无、有反馈(欺骗结果)的 GKT 范式进行测谎, 

通过比较两组被试进行诚实反应和欺骗反应时的大 

脑激活模式发现, 有无反馈因素调控了整个反应阶

段(包括诚实反应和欺骗反应)的神经机制; 在欺骗过

程所涉及的众多脑区中, 负责奖赏预期和风险评估

过程的纹状体和脑岛的神经活动明显受到有无反馈

因素的调控作用. 

 

 

图 3  组别主效应(有反馈组>无反馈组)显著激活的脑区(A, B)与刺激类型主效应(探测刺激>无关刺激)显著激活的脑区(C, D) 

先在立体大脑模型(render)上呈现所有激活显著的 cluster(A, C), 然后按照每个激活簇中最大激活点的坐标, 进行横断面上的分层显示(B, D). 

颜色标尺上的数字代表 t值. 所有结果在FWE<0.001, K>50的阈值上获得. L: 大脑左半球; R: 大脑右半球; INS: insula, 脑岛; PL: parietal lobe, 

顶叶; OCL: occipital lobe, 枕叶; CER: cerebellum, 小脑; dACC: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背部前扣带皮层; SMG: supramarginal gyrus, 

缘上回; pMFC: 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 后内侧额叶皮层; VLPF: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腹外侧前额区域; MTG: middle temporal 

gyrus, 颞中回; STR: striatum, 纹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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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无反馈调控整个反应阶段的神经机制 

fMRI结果中的组别主效应(有反馈组>无反馈组)

体现了反馈对整个反应阶段的调控作用. 组别主效

应显示, 有反馈组比无反馈组在反应阶段导致了覆

盖中央前、后回的左侧顶叶皮层、左侧 dACC、左侧

INS、双侧视觉皮层、以及右侧小脑的更大激活, 说

明反馈对反应阶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影响同

时涉及诚实反应和欺骗反应, 使得两种反应都诱发

了更为复杂的认知过程. 其中, dACC 作为心理理论

系统的核心脑区已有大量报道[30~32]. dACC 参与认知

性的心理理论任务[30,33], 如参与表征他人心理状态

的错误信念任务[31]. 在错误信念任务中, 个体需要从

他人的知识状况出发, 将其信念与客观事实进行区

分, 最终获得对他人信念的觉知和理解. 然而, 表征

他人信念必须基于一定的知觉线索 (percep t ion- 

based)[34~36], 即只有当他人的信念通过一定的外在线 

索表露出来、并被个体觉知到时, 个体才可能启动对

他人现有心理状态的推论. 在本研究中, 反馈则充当

了这一知觉线索的角色: 在有反馈组中, 不论被试做

诚实反应还是欺骗反应, 反应后都会获得测谎者对

这一反应的判定结果, 根据这一判定, 被试得以推论

测谎者关于自己身份(杀手/无辜者)的当前信念, 并

基于对测谎者当前信念的掌握情况调整随后的反应

策略, 这是一系列反复推进的心理理论加工过程, 广

泛存在于整个反应阶段和结果加工阶段; 然而, 在无

反馈组中, 被试无法获得有关测谎者当前信念的任

何线索信息, 上述心理理论加工过程无法或只能很

小程度的进行. 因此, 两组被试对心理理论加工过程

的认知卷入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 这一差异最终体

现在 dACC 的激活差异上.  

有反馈组比无反馈组还导致了覆盖中央前后回

的顶叶区域、小脑、以及视觉皮层的更大激活. 中央

 

 

图 4  组别和刺激类型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激活的 3 个脑区, 分别对应每个 cluster 的最大激活点坐标在矢状面或冠状面

上进行显示(A)及在有、无反馈组中, 探测刺激和无关刺激在 3 个脑区上的激活强度参数(PEs)(B)  

激活图在 P<0.005, K>10 的阈值下获得, 颜色标尺上的数字代表 t 值. 误差线代表标准误(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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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回和小脑区域属于运动皮层, 它们的更大激活

可能说明有反馈情境下的反应动作诱发了更大程度

的认知卷入[37,38]. 而属于注意系统的顶叶皮层、视觉

皮层下部及舌回等区域在有反馈情境下的更大激活

可能反映了主观卷入对注意过程的增强作用[39].  

3.2  有无反馈调控欺骗过程的神经机制 

fMRI结果中的刺激类型主效应(探测>无关)反映

出欺骗过程所涉及的大脑激活模式. 在两组中, 探测

刺激比无关刺激导致了右侧 VLPF、双侧 SMG、左侧

INS、右侧 pMFC、右侧 MTG 以及右侧 STR 的更大

激活, 这些脑区在以往欺骗研究中都已获得广泛的

报告 [3,18,20,25,40~43], 本研究的发现与已有研究保持一

致, 证明本研究的实验设计有效地诱发了欺骗行为.  

fMRI 结果中的组别和刺激类型的交互效应(有

反馈(探测>无关)>无反馈(探测>无关))体现了反馈

(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的调控作用. 交互效应在双侧

STR和左侧 INS 3个区域上显著, 其中右侧 STR和左

侧 INS 与上述刺激主效应结果中的右侧 STR 和左侧

INS 重叠(peak 点坐标均<3 mm), 并且, 当降低阈值

到 FWE<0.005 时, 刺激主效应在左侧 STR 上也出现

了显著(网络版附录 5), 意味着这 3 个区域都参与欺

骗过程.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主

观观察: 在两组中, 3 个区域确实都表现出显著的刺

激类型效应, 即对探测刺激的激活都强于对无关刺

激的激活.  

此外,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还发现, 在探测刺激和

无关刺激条件上, 3 个区域在有反馈组中的激活都强

于无反馈组, 说明反馈普遍增强了这些区域在欺骗

反应和诚实反应中的激活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 探测

刺激和无关刺激在 3 个区域上的激活差异在有反馈

组中比在无反馈组中更加明显, 说明有反馈情境下

的欺骗过程更大程度地涉及到这些区域的参与. 已

有大量研究证实 INS参与风险厌恶过程[44,45], 而纹状

体参与奖赏预期过程[46~50], 并发现 STR 对预期奖赏

的主观价值敏感[50~52]. 结合以上发现, 本研究认为, 

(ⅰ) 当不存在欺骗结果时(无反馈组), 欺骗已经涉及

一定程度的风险厌恶和奖赏预期过程, 即与诚实相

比, 欺骗被视为更具风险, 与此同时, 与诚实后被他

人正确判定为诚实(不被冤枉)的情况相比, 欺骗后却

被他人误判为诚实(成功欺骗)这一社会性的预期奖

赏对欺骗者具有更大的主观价值; (ⅱ) 当反应需要

面临即刻的判定结果时(有反馈组), 被试对反应结果

(反馈)的担忧和期待增强, 因此诚实反应和欺骗反应

都涉及了更强的风险评估和奖赏预期过程; 但是, 这

些心理过程的增强尤其倾斜于欺骗反应, 可能说明

需要面对欺骗结果的有反馈组被试在欺骗时特别担

心被发现, 同时又特别希望逃过检测而获得意外奖

赏, 这些心理使得他们(与无反馈组被试相比)在欺骗

过程中产生尤其强烈的风险厌恶体验并对成功欺骗

的奖赏(哪怕只是社会性的奖赏)赋予了更高的主观

价值. 来自有反馈组被试的主观报告结果在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以上推论, 主观报告的结果表明, 有反馈

组被试对探测刺激的欺骗反应能否成功的关注程度

要显著高于对无关刺激的诚实反应能否被正确判定

为诚实(不被冤枉)的关注程度, 说明欺骗后的反馈

(欺骗结果)对被试的独特重要性, 因此不难理解对这

些结果的预期加工也会尤其强烈.  

除 INS和 STR外, 欺骗过程涉及的其他区域, 如

双侧 SMG、右侧 VLPF、右侧 MTG 和右侧 pMFC 上

没有出现组别和刺激类型的交互效应, 说明它们对

欺骗的参与没有受到有无反馈(欺骗结果)的调控. 大

量研究认为 , 这些区域在欺骗中参与执行控制过  

程[1,20], 它们负责抑制诚实反应倾向, 以利于欺骗反

应的产生[20]. 基于已有研究和本研究结果, 推测反应

抑制过程在不同类型的欺骗中都是最为基础的认知

成分, 因而它不容易受到欺骗结果这类社会情境因

素的影响. 相反, INS 和 STR 所负责的风险评估和奖

赏预期过程是欺骗中的社会认知和情感成分, 它们

较容易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 明显受到欺骗结果的

调控.  

4  结论 

本研究使用无、有反馈(欺骗结果)的 GKT 范式, 

意在从神经机制的角度考察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的

调控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 与无反馈组相比, 有反馈

组被试在欺骗反应和诚实反应上都更大程度地卷入

了心理理论加工过程, 反映在 dACC 的更大激活上; 

并且发现, 有反馈组被试比无反馈组被试在欺骗过

程中更大程度地卷入了奖赏预期和风险评估过程 , 

反映在与这两个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的脑区 STR 和

INS 的更大激活上. 欺骗结果对欺骗的神经机制具有

明显的调控作用, 它主要对欺骗的社会认知和情感



崔茜等: 有无反馈对欺骗过程的神经机制的调控作用 
 

948 

成分产生影响.  

5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采用的 GKT 范式是一种“指导性”的欺骗

范式, 即要求被试在实验者的指导下对特定的刺激

进行欺骗反应, 这与现实中个体自发的欺骗行为有

一定差距. 指导性欺骗范式由于具有易于控制变量、

容易控制不同实验条件的信号叠加次数的优点, 适

用于探讨欺骗中的新变量效应、聚焦新问题的探索  

性研究 , 因此仍然被大多数欺骗和测谎研究所使  

用[6,7,10,11,18,25,41,42,53~58]. 但是, 指导性欺骗范式毕竟缺

乏生态学效度, 将来的研究有必要采用自发欺骗范

式, 如将指导语改为“尽量逃避测谎”, 然后让被试自

发的选择何时、对哪些刺激撒谎, 在更为真实的欺骗

行为中考察欺骗结果对欺骗过程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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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ption will result in some consequences (deception consequence), which will in turn affect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deception process.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ception consequence modulates the 
corresponding decep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neu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is modulation effect remains unclear.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how the neural signals elicited by deceptive response would be modulated by whether 
response would be judged by the lie-detector about its facticity. After a mock murder situation, BOLD responses in 
the brains of 31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recorded while they underwent two versions of guilt knowledge test (GKT) 
paradigm. In the GKT paradigm for the feedback group, a feedback indicating whether the response was judged 
honest or deceptive was given by the lie-detector after each response of the participant, while in the GKT paradigm 
for the no-feedback group, there was no feedback after their respon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eedback group 
showed stronger acitivities in the left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sula, parietal lobe, the bilateral occipital lobe, 
and the right cerebellum than the no-feedback group,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participants did deceptive responses 
or honest responses. While deceptive responses elicited stronger activities in the right ventr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posterior medial frontal cortex, middle temporal gyrus, the bilateral supramarginal gyrus, and the left insua, relative 
to honest responses, regardless of which group the participants belonged to. Most importantly, the left insula and the 
bilateral striatum were selectively more responsive for the deceptive response versus honest response in the feedback 
group than in the no-feedback group. These results initially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deception 
consequence on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producing deception, suggesting that deception would arouse stronger risk 
evaluation and reward predication processes when the deceiver had to face some consequences after telling lies than 
when there were no consequences following their 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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